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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46049218]摘要：为向进一步落实兼顾创新与绿色双重发展理念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利用2011－2020年中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禀赋效应、赋能效应、治理效应和社会效应4个方面，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和传导机制，同时从城市区域、经济规模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角度分析其异质性影响。结果发现：280个城市的数字经济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其主要通过制造业要素密集转型升级和制造业污染密集转型升级间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比东部地区、经济规模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低的城市，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经济规模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高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由此建议政府加大数字经济发展所需的财税、金融、保险、法律等配套制度保障力度，同时进一步优化数字经济应用场景，并且“因城施策”，推动区域制造业产业实现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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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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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46049229]Abstract: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to the furth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dual development concept of taking innovation and green into account, this paper explores influences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from four aspects: endowment effect, enabling effect, governance effect and social effect through fixed effect model and mediation effect mode, by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280 cities and municipaliti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0. While, the heterogeneity influence i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area, economic scale an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lev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of 280 cities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which indirect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mainly through the intensiv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factors and the intensiv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pollution; there is heterogeneity in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economy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mpared with eastern regions and cities with low economic scale an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level, digital economy plays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cities with higher economic scale an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level.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crease the guarantee of fiscal, taxation, finance, insurance, law and other supporting systems need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n the meanwhile, government should further optimize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digital economy, and take policies according to the city to promote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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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根据文献引用修改情况调整文献序号】

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我国现阶段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近年来，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总体取得了较大进步，《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的创新能力在世界131个经济体中排第11位，已连续5年居世界前15名1）【注释与参考文献不同性质，此处是文献非注释意义，补充著录《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这篇文献，注意著录原始报告】。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必将对技术创新提出更严格的要求，“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齐头并进是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必然趋势。2017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数字经济”的概念，指出数字经济是21世纪继农业、工业后最主要的经济发展形态。近几年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2）》指出，截至2021年年末，我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已达到45.5万亿元，较2020年新增6.3万亿元，占全国生产总值（GDP）比重已接近40%[1]【正确的文献序号应该在此，但文献序号要重新修改调整。下同】。数字经济正逐步融入社会经济各个领域，不仅在消费、投资、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催生出更多的创新要素，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和当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因此，本研究对我国的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展开重点研究，以期为兼顾创新与绿色双重发展理念、实现经济发展提质增效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
1  文献综述
近年来，伴随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需求的大幅提高，绿色创新和数字经济已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绿色创新是由传统创新和绿色生态结合而成，在新产品、设备、工艺、系统、实践和方法等的开发与实施中引入生态理念的活动，强调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2]。“数字经济”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数字经济之父Tapscott[3]在20世纪90年代正式提出，他认为数字经济是指一个广泛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社会经济系统，信息技术的数字革命也将使数字经济成为基于人类智力联网的新经济。
目前，关于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微观企业和宏观地区两个方面。从微观来看，肖静等[4]、申明浩等[5]均发现企业数字化可以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宋德勇等[6]的研究得出企业数字化显著促进了重污染行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结论；王锋正等[7]通过研究数字化对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地区数字化水平及数字投入、数字应用、数字经济、数字基础4个分项指标与绿色技术创新呈倒“U”型关系。从宏观来看，韦施威等[8]利用城市面板数据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创新产出的影响发现，数字经济可以有效提升绿色技术创新产出；伦晓波等[9]认为数字政府可以通过数字经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结合上述文献可知，目前学术界对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的结论尚未形成统一。
数字经济已成为发展绿色技术创新的一个新引擎，在此基础上，学者们从环境信息约束、融资约束和人力资本结构等角度探究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机制，如肖静等[4]、韦琳等[10]、郭丰等[11]等的研究，然而他们的研究均未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视角研究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制造业是我国经济的“压舱石”，也是我国经济实现绿色转型升级的关键。受制于核心技术被西方国家封锁和我国传统投融资体制的影响，我国制造业生产模式长期以粗放型生产为主，这种生产模式阻碍了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整体提升[12]，亟须通过推动企业对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进行广泛运用，实现高水平的柔性化生产和专业化分工，驱动制造业生产方式向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型[13]，从而提高技术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随着经济活动和社会环境的不断发展，数字经济与传统实体经济融合交织，衍生出更多的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促使生产要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变革，实现数字经济对绿色发展的全方位赋能[14]。数字经济通过禀赋效应、赋能效应、治理效应和社会效应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影响。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数字经济的自身禀赋特征和要素价值可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首先，从数字经济的自身特征来看，在梅特卡夫法则和摩尔定律的影响下，企业可以利用数字经济降低创新过程中的搜寻成本、代理成本、调整成本和享用成本，使得企业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投入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中[15]。其次，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16]。数据要素与技术要素的结合能够帮助企业打破数据壁垒和“信息孤岛”，更有效地使用互补性资产，从而实现技术创新[17]。并且与其他要素不同的是，数据要素在使用过程中具有非排他性和价值溢出效应[18]，因而企业使用数据要素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有利于降低企业创新的边际成本，提高企业资源配置和生产的效率。最后，数字经济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不强，不会产生大规模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因此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能够挤压传统的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市场份额，而且能够改善经济社会整体效率，促使经济社会由传统发展模式向高效能、集约式的发展模式转变，推动社会整体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14]。
第二，数字经济可以带来赋能效应，推动产品、业态和产业模式变革，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新的发展空间。首先，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平台赋能等数字化整合方式促进不同产品、行业间信息服务交流。产品间的信息交流有利于企业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高产品竞争力，在行业内部形成绿色创新的先发优势[19]；而行业间的信息流动可以通过知识溢出和资源整合等途径进一步提高绿色技术创新。其次，与数字经济密切相关的信息技术（ICT）等产业规模的扩大，不仅有利于实现高科技、低能耗产业对传统产业的直接替代，而且有利于提高创新过程中的知识利用效率，进而增强技术要素对劳动资本要素的比较优势，促使经济发展模式向绿色创新模式转变[14]。最后，创新主体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和通信技术实现互联网同其他行业的技术交叉融合，打破产业间的界限，促进绿色新兴产业的产生和发展[20]，例如比亚迪集团、蔚来等新能源汽车企业和能源互联网等行业的出现，这些新兴行业可以利用清洁能源和电能等代替传统能源，优化能源结构、提升能源使用效率，进而实现绿色技术创新。
第三，数字经济推动了数字政府建设，数字政府通过数字化治理模式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根本保障[21]。政府数字化治理可以提高政府环境监管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引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一方面，数字经济通过为政府提供信息化支撑，帮助政府更高效地收集和处理信息，充分缓解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创新要素配置不均问题[22]；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利用数字化治理和环境规制结合的方式有效引导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实现节能减排。具体而言，政府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手段收集并分析企业的污染排放数据，对高污染企业进行行政处罚，从而倒逼高污染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企业降低污染排放，提高企业清洁生产效能，控制整个社会的污染物排放量。此外，数字政府建设有利于协调社会和创新主体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需求，从根本上协调处理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不同主体的利益问题，为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9]。
另外，从社会效应来看，随着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普及和智能手机的大规模应用，居民可以通过信息共享利用舆论等方式来监督创新主体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23]。Du等[24]、Liao[25]的研究表明，媒体报道和网络传播是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重要方式，他们可以通过获取和曝光企业环境信息，引导公众对环境问题进行关注，进而通过舆论效应对污染企业施压，迫使污染企业披露环境信息、增加绿色创新投资，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当企业环境污染事件被曝光后，投资者考虑到事件对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可能会撤资，因此一旦企业意识到其环境违法行为的代价是企业形象的崩溃和市场竞争力的丧失，绿色技术创新就会成为企业获得媒体正面关注、提高市场价值的重要途径[26]。
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
2.2  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机制研究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制造业的生产方式逐渐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其组织形态也逐渐向扁平化、平台化、生态化转变[12]，制造业已然成为数字经济发挥绿色创新驱动的主战场。数字经济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赋能[27]。一方面，数字产业化促使制造业不断催生出新模式和新业态，加快数字要素市场化进程，通过采集制造信息、优化制造业流程等方式，提升企业对产品生产质量监管和控制的能力，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28]；另一方面，产业数字化有利于实现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制造业向网络化、智能化和灵活化发展[29]。通过在供给侧对传统产业发展模式进行升级改造，产业数字化有利于促进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新一轮的经济业态形成[30]。从短期冲击和长期影响来看，数字经济对制造业转型的影响经历了一个由价值重塑到价值创造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从要素驱动转向数据驱动、从产品导向转向用户导向、从产业关联转向企业群落、从竞争合作转向互利共生[31]。从产业链重构来看，数字经济通过影响产业链组织的交易成本、分工边界、外部需求和价值分配对传统制造业转型发挥驱动作用[32]。从价值链视角来看，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打破创新链瓶颈、提升供应链效率、提高制造链质量等破除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痛点问题[33]。因此，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对数字经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Chenery等[34]、原毅军等[35]认为，后工业化时期，制造业行业结构将由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由重污染行业向轻污染行业转移，要素密集转型升级和污染密集转型升级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内容。首先，数字经济具有信息网络化特征，它可以通过庞大的数据流优化制造流程，为制造业的技术升级提供技术保障[36]。制造业企业利用数字经济带来的信息技术降低知识和信息的获取成本，并通过知识溢出效应提升制造业企业对创新技术的理解能力和应用效率，进而引发技术要素对劳动资本要素的替代，使制造业向知识技术密集阶段过渡，实现传统制造业向技术密集转型升级，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其次，污染密集行业通过利用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对产品制造过程进行实时监控和数据收集，精准把控产品生产过程中的高能耗环节，采取有针对性手段降低某些生产环节的能源消耗，从而有效降低制造业的能耗和污染排放，实现重污染制造业向轻污染转型升级，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bookmark: _Hlk131968034]假设2：数字经济通过制造业转型升级间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主要是从制造业要素密集转型升级和污染密集转型升级两方面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综述，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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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

3 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3.1  模型设定
3.1.1  基准回归模型
根据以上理论研究，为检验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建立以下基准回归模型：
					（1）
式（1）中：是指地级市；指时间；表示绿色技术创新；表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为其回归系数；为控制变量集，为控制变量集的回归系数；用来控制地区固定效应；用来控制时间固定效应；为随机扰动项。
3.1.2   中介效应模型
为探究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中介效应，引入中介变量并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2）
            （3）
式（2）（3）中：表示数字经济对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表示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表示中介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则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为。
3.2  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
3.2.1  被解释变量
[bookmark: _Hlk81576367]选取绿色专利申请数量作为衡量绿色技术创新的指标，用符号innov表示。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0年发布的《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中的IPC代码，对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的企业专利信息进行分类识别，将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汇总得到各地级市的绿色专利申请数量。
3.2.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dig）。借鉴赵涛等[37]的研究方法，围绕互联网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两个维度选取指标对数字经济进行测度。对于互联网发展水平，选取相关从业人员、相关产出情况和互联网普及率3个方面的指标进行测度。相关从业人员以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之和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的比值表示；相关产出情况选取人均电信业务总量和人均邮政业务总量两个变量；互联网普及率选取百人中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和百人中移动电话用户数两个变量。对于数字金融普惠水平，参考郭峰等[38]学者的做法，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共同编制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衡量。剔除数据缺失严重的地级市，部分缺失数据利用插值法进行补齐，最终保留我国280个地级市的数据。通过对上述变量进行熵权法计算得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3.2.3  中介变量
选取制造业转型升级作为中介变量。根据理论分析，制造业转型升级主要从要素密集转型升级和污染密集转型升级两方面衡量。借鉴阳立高等[39]的研究，将制造业划分为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因制造业分行业主营业务收入数据可得，故利用技术密集型行业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比值作为制造业要素密集转型升级的替代变量，用符号manu1表示。对于制造业污染密集转型升级，借鉴Wang等[40]的研究方法，利用轻度污染行业和重度污染行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比值来衡量，用符号manu2表示。
3.2.4  控制变量
选取地方经济水平、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程度、金融发展、科教支出和产业结构6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地方经济水平（pgdp）利用地区人均GDP来衡量；人力资本（stud）利用地区每百人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来衡量，即地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与地区总人口的比值；对外开放程度（fdi）利用地区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与GDP的比值衡量；金融发展（fin）利用地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科教支出（exp）利用地区教育和科技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的比值来衡量；产业结构（stru）利用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值来衡量。
3.2.5  数据来源
选取了2011【为何选取2011为研究时间起始年份应在文中给出考量理由和合理的依据】－2020年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剔除数据缺失严重的地级市，最终保留280个地级市。其中，被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心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和中介变量数据来源于EPS数据库。主要指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指标描述性统计结果
	指标
	样本量/个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绿色技术创新
	2 800
	4.604 
	1.668 
	0
	9.962 

	数字经济
	2 800
	0.060 
	0.044 
	0.010 
	0.643 

	制造业转型升级1
	2 800
	0.890 
	0.749 
	0.033 
	6.575 

	制造业转型升级2
	2 800
	1.275 
	0.664 
	0.144 
	3.159 

	地方经济水平
	2 800
	5.550 
	3.529 
	0.691 
	31.089 

	人力资本
	2 800
	1.783 
	2.043 
	0.007 
	12.764 

	对外开放程度
	2 800
	0.017 
	0.018 
	0.000 
	0.199 

	金融发展
	2 800
	1.014 
	0.626 
	0.118 
	9.622 

	科教支出
	2 800
	0.037 
	0.016 
	0.008 
	0.151

	产业结构
	2 800
	0.460 
	0.107 
	0.107 
	0.893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基准回归模型
样本城市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回归结果见表2，各项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由此可以得知数字经济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验证了假设1。
表2  2011－2020年样本城市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变量
	innov

	
	基准回归
	加入时间地区效应
	加入控制变量
	同时加入控制变量和时间地区效应

	dig
	2.574***
	1.375***
	1.614*
	1.530***

	
	(0.573)
	(0.423)
	(0.836)
	(0.440)

	pgdp
	
	
	0.099***
	0.022**

	
	
	
	(0.014)
	(0.011)

	stud
	
	
	0.169***
	0.030

	
	
	
	(0.027)
	(0.021)

	fdi
	
	
	6.376***
	1.284*

	
	
	
	(1.424)
	(0.705)

	fin
	
	
	0.039
	−0.027

	
	
	
	(0.049)
	(0.025)

	exp
	
	
	4.056
	6.499***

	
	
	
	(2.724)
	(1.592)

	stru
	
	
	2.561***
	1.351***

	
	
	
	(0.319)
	(0.219)

	时间
	否
	是
	否
	是

	地区
	否
	是
	否
	是

	_cons
	4.449***
	3.958***
	2.180***
	3.077***

	
	(0.081)
	(0.025)
	(0.258)
	(0.145)

	N/个
	2 800
	2 800
	2 800
	2 800

	R2
	0.210
	0.773
	0.353
	0.777


注：1）括号里为稳健标准误；2）*、**、***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和1%。下同。

4.2  中介效应模型
为验证假设2，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来进一步考察样本城市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如表3所示。以manu1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数字经济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要素密集转型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和制造业要素密集转型升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制造业要素密集转型升级间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且数字经济每增加1个单位，绿色技术创新会直接上升1.438个单位，而制造业要素密集转型升级会促进绿色技术创新间接上升0.092个单位（即0.748×0.123）。以manu2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制造业污染密集转型升级的影响显著为正，而数字经济和制造业污染密集转型升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制造业污染密集转型升级间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综上所述，从要素密集转型升级来看，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制造业由劳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向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型升级，进而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例如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改变了产业要素结构从而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从污染密集转型升级来看，数字经济可以推动重度污染制造业向轻度污染制造业转型升级，从而激励绿色技术创新提升。因此，假设2得到检验。
表3  2011－2020年样本城市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manu1
	manu2
	innov

	
	
	
	manu1中介效应检验
	manu2中介效应检验

	dig
	[bookmark: _Hlk146008038]0.748***
	0.723***
	1.438***
	1.318***

	
	(0.210)
	(0.183)
	(0.441)
	(0.438)

	manu1
	
	
	[bookmark: _Hlk146008063]0.123***
	

	
	
	
	(0.042)
	

	manu2
	
	
	
	0.293***

	
	
	
	
	(0.04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
	是
	是
	是
	是

	地区
	是
	是
	是
	是

	_cons
	0.639***
	0.866***
	2.998***
	2.823***

	
	(0.069)
	(0.060)
	(0.147)
	(0.149)

	N/个
	2 800
	2 800
	2 800
	2 800

	R2
	0.314
	0.272
	0.778
	0.781



4.3  异质性分析
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资源禀赋等存在差异，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因此进一步对样本城市从城市区域、经济规模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3个方面进行考察。将样本城市划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1）两个区域并分别进行回归，探究在不同区域中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如表4所示，在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而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系数虽然为正，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受制于历史、地理等多方面因素，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在要素禀赋等方面存在差异。长期以来，东部地区凭借其地理优势，更容易吸引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和人才等，使得区域产业以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因此，东部地区各经济主体的环境治理和污染处理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环保意识也较强，能够立即响应政府各项政策，更快地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与绿色技术创新；而中西部城市产业多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为主，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仍存在短板，产业结构不均衡，削弱了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从经济规模方面来看，利用每个城市pgdp的均值，将总样本划分成经济规模高和经济规模低两组数据并分别进行回归。结果显示（见表4），相比于经济规模低的城市，经济规模高的城市更有利于发挥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的原因在于，经济规模高的城市具有经济集聚效应，资源配置和产能利用率更高，更有利于绿色技术创新。
[bookmark: _Hlk116830285]从绿色技术创新方面来看，利用每个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均值，将总样本划分成绿色技术创新高水平和绿色技术创新低水平两组数据，并分别进行回归。结果显示（见表4），就绿色技术创新高水平的城市而言，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容易体现。这说明由于受到创新要素流动等因素的影响，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不同，在绿色技术创新发展超前的城市，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远大于绿色技术创新发展落后的城市，即超前城市具有先发优势。
表4  2011－2020年样本城市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
	变量
	innov

	
	东部
	中西部
	经济规模高
	经济规模低
	绿色技术创新高
	绿色技术创新低

	dig
	1.827***
	1.349
	1.582***
	1.714
	1.462***
	1.292

	
	(0.442)
	(0.913)
	(0.401)
	(1.416)
	(0.361)
	(1.40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_cons
	4.594***
	2.284***
	3.705***
	2.108***
	3.887***
	2.074***

	
	(0.265)
	(0.195)
	(0.199)
	(0.236)
	(0.184)
	(0.225)

	N/个
	1 010
	1 790
	1 400
	1 400
	1 400
	1 400

	R2
	0.830
	0.756
	0.825
	0.744
	0.860
	0.718



4.4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为缓解内生性偏误问题，尝试利用系统混合高斯模型（GMM）回归和工具变量法（IV）进行模型估计。如表5所示，AR(1)检验对应的P值小于0.1，AR(2)检验对应的P值大于0.1，说明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系统GMM模型中往往需要用到多个工具变量，从而导致产生过度识别问题，但Hansen检验的P值均在0.10～0.25之间，说明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模型设定合理，且回归结果与基本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表明回归结果稳健可靠。
另外，数字经济依赖于互联网发展，地方历史电信信息技术会影响到当前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此外，邮电局等传统通信工具对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等的影响逐渐减弱，满足排他性。为此，选取1984年邮电局数（ponum）作为工具变量，但该变量为截面数据，无法直接构造工具变量用于计量研究，因此借鉴Nunn等[41]的研究，构造一个随着时间变动的面板数据：利用上一年全国（未含港澳台地区）互联网用户数分别与1984年各城市每万人邮局数的交互项，作为该年各地区数字经济的工具变量。对该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表明（见表5），在考虑了内生性后，数字经济对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效应依然存在，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同时，从针对工具变量有效性的识别不足检验（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以及弱识别检验（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statistic）的检验结果来看，均显著拒绝了原假设，验证了本研究设计的工具变量的合理性。
此外，尝试从以下两方面考虑稳健性：一是剔除可能的异常值，对变量进行缩尾处理并按照式（1）对模型重新估计，以尽可能消除异常值带来的不利影响；二是扩大样本量，将样本城市2011－2020年的数据扩展到2005－2020年，但因数字经济量化指标中的数字普惠金融水平数字缺失，故用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其替代变量进行回归。稳健性检验结果与以上基础检验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本研究结果稳健，进一步佐证了假设1。
表5  变量的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变量
	内生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

	
	系统GMM
	IV法
	剔除异常值
	扩大样本量

	innov
	0.684***
	
	
	

	
	(0.043)
	
	
	

	dig
	1.959**
	8.696**
	1.989***
	0.113***

	
	(0.783)
	(3.468)
	(0.520)
	(0.03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
	是
	是
	是
	是

	地区
	是
	是
	是
	是

	_cons
	1.204***
	
	3.068***
	0.858***

	
	(0.276)
	
	(0.147)
	(0.218)

	N/个
	2 520
	2 800
	2 800
	4 480

	R2
	
	0.768
	0.780
	0.840

	AR(1)
	<0.001
	
	
	

	AR(2)
	0.350
	
	
	

	Sargan
	<0.001
	
	
	

	Hansen
	0.228
	
	
	


注：AR(1)检验、 AR(2)检验、 Sargan 检验和Hansen检验报告的结果均为P值。

5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等，探讨了我国280个地级市2011－2020年的数字经济发展对其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数字经济不仅显著地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而且能够通过制造业转型升级间接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成为当下促进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新引擎和新动能；但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东部地区、经济规模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高的城市具有先发优势。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1）重视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将发展数字经济打造成实现绿色和创新双赢格局的重要突破口。一方面，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直接激励效应，因此政府需要强化数字经济发展所需的财税、金融、保险、法律等配套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制造业转型升级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间接促进作用，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优化数字经济应用场景，加快互联网平台建设及应用，借助数字经济的优势改善制造业传统生产模式，帮助制造业企业走上绿色创新生产的转型升级之路。（2）因城施策，合理制定相关政策。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为防止马太效应的产生，地方政府需要结合城市实际情况合理制定相关政策。就本研究结果而言，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要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因此中西部地区应针对当地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的现状增加数字化投资和新基建投入；而东中部地区需要立足自身绿色技术创新较强的优势，将数字经济发展重心从过去注重数字基建投入转向提高数字经济市场主体参与度上来，通过优化数字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注释：
1） 全球创新指数网https://www. globalinnovationindex. org/.
1）东部地区包括【哪里？】；中西部地区包括【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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